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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梅貽琦

─以出版文章做為紀念行動的社會學考察*

陳瑞樺**

梅貽琦先生(1889-1962)是兩岸清華大學的老校長，也是著名的教育家。
由於梅貽琦先生於1989年百歲冥誕，繼而清華大學於2011年慶祝創校百年，
這些紀念時機不免促成緬懷追憶的紀念書寫乃至學術研究論文的出版，本文

的寫作正是在清華大學（新竹）於2012年舉辦「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週年紀
念研討會」的脈絡下發生。然而除了追憶先賢故人之外，對於梅貽琦先生行

誼及思想的探究，是否也具有為當代社會提供現實參照的意義呢？

如果對梅貽琦先生教育理念及行誼的書寫構成了一種紀念形式，那麼本

文所要做的，便是考察這種紀念形式的不同表現。這項考察的主要對象並不

是梅先生在過往歷史中的論述及實踐，而是當代對於梅先生教育理念及實踐

的再現。筆者將考察海峽兩岸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分析這些文章關

注哪些課題，以理解梅貽琦的教育思想對於當代所具有的現實參照意義，進

而探問大學精神的變與不變，以此來紀念梅貽琦這位教育家。

以下討論共分六節，第一節提出紀念行動的分析概念以做為後續考察的

理論架構；第二節說明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的興起過程及數量變化；第三節

就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課題的數量分布進行分析；第四節說明各項研究課題

之所以被提出的脈絡；第五節考察臺灣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之出版狀

況；最後第六節從梅貽琦的教育理念來探討何謂大學精神，進而探問在當前

的高等教育發展狀況下研究梅貽琦教育理念及行誼所具有的意義。

*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讓筆者得以就文章初稿的問題提出修正及澄清。謝謝研究助
理鍾寧協助蒐集整理資料。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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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紀念行動的社會學考察

（一）紀念與回顧點

「紀念」(commemoration)是維繫人類社會的一項安排，透過共同追憶
某人或某事，這個社會週期性地確立了模範、分享了喜悅、撫慰了傷痛、重

申了警惕，也表達了祈願和想望。有些紀念行動每年舉行，有些紀念行動則

是以一週年、三週年、五週年、十週年、二十週年、三十週年、四十週年、

五十週年、六十週年、……百年等這種有序變化的頻率在舉行。這種在人類

的自然生命及社會生活的基礎上所形成的紀念時間節點，我們稱之為「回顧

點」(retrospective point)。

按照紀念者與被紀念人事的關係，回顧點會以不同的時序間隔來延展。

以人而言，如果一位被紀念者在離世時已經六十歲，那麼同輩故舊的紀念大

約從週年到十週年，後輩延展到二十～三十週年，同時代人則延展到四十～

六十週年，超過六十週年則進入歷史時間，這意味著紀念者與被紀念人物之

間已經脫離基於生活及生命經驗產生的聯繫，而進入歷史意義的探討。這是

因為六十週年是曾經親歷過某項人事的最後一批社會成員仍然在世，還能夠

以自身的在場來提供某種歷史見證的最後回顧點。下一個十年的回顧點，除

了少數例外，已經是對於自己未曾經歷事件的歷史回顧。

紀念週期反映了社會關係。在紀念者與紀念對象之間越是曾經有直接面

對面的社會互動，紀念越傾向以每年週期循環的方式來進行，並且這種紀念

不必然具有公眾的形式；越是由於機構組織淵源關係所舉行的紀念，越傾向於

依循逐漸拉長時序的回顧點來舉行紀念，且這種紀念必然表現為公眾的儀式。

（二）紀念的歷史性及當代性

紀念行動不只有社會關係所帶來的時間週期差異，同時也有著紀念行

動意義指向的性質差異。歷史表述及紀念行動所反映的，不只是特定人物或

事件所發生時代的歷史性，並且也反映了行動者所處社會脈絡的當代性。紀

念行動的性質差異，其中一個重要面向就表現在歷史性(historicity)或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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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neity)的不同偏重上。

就紀念行動與社會現實的關係而言，當所要紀念的人事越是成為已經實

現的社會事實，紀念就越趨向於單純的追憶，其意義在於將對人事的紀念或

感懷，轉化為凝聚社群的動力。相對而言，如果所要紀念的人事是這個社會

仍然繼續面對的問題，那麼紀念行動就具有與當下社會狀態相對照的作用，

由此形成對於社會現實的說明、解釋與批判。

以新竹清華大學師生到校內梅園悼念梅貽琦校長的「祭梅」活動為例，

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不同的「祭梅」類型。第一種是在回顧點時舉行的祭

梅，例如2012年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校方在紀念研討會第一天議
程結束前，安排了到梅園參訪祭拜梅貽琦，這項活動的參加者除了新竹清華

大學行政主管外，也包括從中國大陸前來參加紀念研討會的來賓。第二種祭

梅是在與梅貽琦校長或清華大學有淵源的人物到訪時發生，通常是由主任秘

書的特別助理陪同去獻花。這兩種祭梅的不同處在於，舉行第一種祭梅的根

本因素是配合回顧點舉行的紀念，即便沒有來賓，祭梅仍然會舉行；舉行第

二種祭梅的原因是有歷史淵源的來賓到訪，與是否對應於時間回顧點無關。

在回顧點時祭梅，其意義為職責的傳承，儀式的作用首先是凝聚校方行政團

隊；在校外有歷史淵源的人物到訪時祭梅，其意義為故舊的團聚，儀式的作

用在於讓清華與來訪者重新確立共同的連帶關係。這兩種類型的祭梅，都是

由校方行政單位做為儀式的擔綱者。

第三種是由學生團體與校方共同舉行的祭梅，例如在清華大學與交通

大學兩校已成傳統的梅竹賽開打前夕，負責組織賽事的學生組織「梅竹賽學

生工作會」都會於梅園舉辦誓師祭梅儀式。由於在面對競賽對手交大時，清

華校方與學生乃為一體，而校長是學校的大家長，因此雖然是由學生組織辦

理祭梅，但慣例上是由校長率領行政主管先祭拜，此時校長代表的是全校師

生。與梅竹賽誓師配套舉行的「祭梅」，其意義為成員的激勵，儀式的作用

在團結師生與外校競賽以爭取校譽。

在上述三種「祭梅」行動之外，2012年末，清華大學校方因為人社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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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學生陳為廷於立法院備詢時面對教育部長的發言態度有失禮貌而在校友

服務中心的臉書發出道歉啟事，此舉引起校內許多師生的不滿。學生團體基

進筆記社因而發動於12月5日前往梅園「祭梅」做為對學校的抗議及批判。學
生團體選擇「祭梅」來發起抗議活動是基於以下理由：「清大校方並未正視

大學應當固守的批判態度與社會實踐精神，倉促的在媒體眾口鑠金的不實報

導下，向社會輕言『抱歉』，只顧禮貌，不問是非。所以，在這個輕率的道

歉中，大學精神死了，那種應當具有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社會實踐的大學

精神死了。於是我們在梅園，向梅校長致上最深的歉意。」1相較於先前三種

類型的祭梅是以凝聚情感為主要的功能，且訴求事項並無爭議，第四種祭梅

活動則涉及到學校成員對於爭議事件的不同詮釋。不滿校方處理方式的師生

舉行祭梅，其目的在藉由回溯梅貽琦校長主持校務的開明作風，以指陳校方

行政單位的作為違背大學應有的精神。在此脈絡下的祭梅，其意義為精神價

值的召喚。此時紀念儀式的意義已非清華整體的凝聚，而是清華校內抱持不

同價值觀的群體所進行的意義詮釋與道德競爭。

從這四類型祭梅活動的性質，可以推導出不同的參加者。第一種校方行

政單位於重要慶典的祭梅，以及第二種校方陪同與梅校長或清華有歷史淵源

的故人祭梅，為的是緬懷梅貽琦校長的貢獻，由於在臺建校為已然實現的成

就，因此以校方主管及故人為主。第三種在梅竹賽前舉行的祭梅，其目的不

只是單純的紀念緬懷，並且在通過儀式達到激勵的效果，因此不只校方行政

團隊，梅竹賽學生工作會也參與其中。最後第四種祭梅則是以重新召喚大學

精神為訴求的行動，此時祭梅的主要作用並非促成校內的凝聚，而是在面臨

價值衝突的重大爭議時，重新詮釋某種精神價值。正因為這場爭議涉及有待

捍衛及爭取的重要價值，而不只是機構組織肇建的紀念，因此參與者不限於

清大的社群成員，交大關切此事的師生也有人前來。

在四種類型的祭梅活動中，前三種紀念所著眼的是梅貽琦校長的歷史角

1 引自發起單位「基進筆記」於2012年12月5日於Facebook上發表的聲明，http://www.facebook.
com/NTHURadical?sk=app_121995894561846&filt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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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而第四種悼念除了著眼於梅校長的歷史角色之外，同時也是因為梅校長

對於學術自由、校園民主等與大學精神有關的行誼及主張，能夠為當前事件

提供某種借鏡。綜言之，前三種紀念著眼於人物的歷史意義，以及由此產生

的社群凝聚作用；第四種紀念則是著眼於梅貽琦對於當代爭議所具有的參照

作用。

（三）出版作為一種紀念行動

紀念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各有不同的意義與價值，但從社會運作與文化

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所關注的是能夠產生社會聯繫作用的紀念行動。個人

的緬懷追思，它的意義只留在紀念者和被紀念者兩人之間；一旦將紀念行動

放在社群的脈絡下，就必須考量紀念行動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這並不意味

著對於紀念行動的考察只需要關注集體的行動者，而是在說明，即便是由個

人所進行的紀念行動，我們要關注的也是指向社會的行動。例如發表文章就

是一種由個人所進行，但卻指向公眾的紀念行動，它的公共性是透過文章的

傳播及閱讀而產生。

就發表文章這種紀念行動而言，被紀念者的行誼事功越是成為已經獲

致的社會成果，而不再是當前社會所必須面對及克服的問題，紀念者也就越

集中在與被紀念者有淵源的人群中，紀念也就越和社會現實的介入無涉。相

對地，若被紀念的人事並非當前已經確保的社會成果，而是仍然必須透過

各種社會行動以努力爭取的行動目標，這時紀念的目的在於透過人事的重新

表述，來對自身所處社會進行反思與呼籲，並且投入紀念行動的人也不必然

與被紀念者有淵源。沒有淵源，是指缺乏生活互動（故舊）、親屬血緣（家

系）、或組織延續（組織）等關係，但是要成為被紀念者，必然具有某種社

群連帶感。這種社群連帶感，可以擴展到民族、國家，甚至是世界，這時雖

然沒有淵源但卻被認為有關連。如果沒有任何連帶感，覺得與己無關，那麼

即便某項人事具有重要性，也不會成為被紀念的對象。

然而一項意願要能夠轉為實際的行動，不只要考慮行動者本身的社會條

件，並且也牽涉到政治狀況是否容許。值得紀念、想要紀念的人事並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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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以公開的形式表達。如果所欲紀念的人事被政權掌控者視為一種禁忌，

紀念活動就只能私下進行，或是在政權管控所不及的地區出現。然而一旦政

治控制鬆動，這些以禁忌人事為對象的紀念行動便會漸次出現，先是零星，

進而以大規模的方式發生；先是試探，而後明確表達。

從紀念行動的時間向度來看，出版時間和回顧點的重合程度是考察紀念

行動所具有社會意涵的指標。越是單純的故人追憶，就越是在「回顧點」時

發生；越是具有社會現實參照意義的紀念行動，越容易溢出在「回顧點」之

外。追憶的文章在回顧點結束之後便會停止，但具有社會現實參照意義的文

章在藉由回顧點的紀念時機出現之後，卻不會因為回顧點已經過去就隨之止

息。

綜言之，當所紀念者越是社會發展已經獲得的成果，紀念行動越趨向於

歷史性的表述，對被紀念者的行誼或思想的說明，就越表現為對過往人事的

緬懷，參與者也就越集中在與被紀念者有淵源的群體中；當所紀念者越是尚

待爭取的目標，紀念行動越趨向於當代性的表述，對被紀念者行誼或思想的

說明，就越具有借古論今的性質，參與者也隨之擴展到與被紀念者無淵源的

社會人群。

說明了紀念行動回顧點的週期表現、對於歷史性與當代性的不同偏重，

以及出版做為紀念形式與社會現實的關連性，接下來我們要用這些概念工具

來檢視海峽兩岸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我們的探討將圍繞以

下幾個問題展開：海峽兩岸各自從何時開始出現以梅貽琦為敘事主題或研究

對象的文章？出版時間與回顧點是否對應？文章旨趣是在歷史意義上進行人

物追憶，還是在當代意義上展開社會反思？

二、中國大陸的梅貽琦研究概況

由於梅貽琦在1940年代末的歷史劇變中隨國民政府來臺，因此在中共建
政後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名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統治所及範圍內不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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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也因此不被年輕世代所知。根據文勝利的研究，梅貽琦在中國大陸是

隨著西南聯大五十週年紀念而重新被提起。

梅貽琦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始於兩本西南聯大校友編輯的

回憶錄。一本是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1986年10月編輯出版的

《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另一本是西南

聯大北京校友會1988年10月編輯出版《笳吹弦誦情彌切―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這兩本回憶性

的資料，使人們得以開始重新認識、瞭解作為教育家的梅貽

琦。2

如果西南聯大五十週年是讓梅貽琦得以在中國大陸重新被人所認識的紀

念回顧點，那麼這方閉鎖歷史的沉箱也不是一下子就整個打開的。事實上，

早在1986年的西南聯大紀念專書之前，北京清華大學黃延復教授便已於1981
年在一篇介紹美籍教師華敦德(Frank Wattendorf)應聘到清華大學的文章提到
「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3角色是在《清華校友通訊》上撰文介紹華

敦德。如此，梅貽琦這個名字在中共建政之後被鎖藏，直到改革開放之後，

才從歷史沉箱微微揭開的縫隙中飄出，隨同一位美籍教師一起重新出現在清

華大學校史敘事中。

1981年的文章並不只是一次意外，而是傳遞政治徵候的早春新芽。1983
年1月，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出版《文化史料》叢刊第4輯，以30頁的篇幅刊
登了韓詠華、黃延復、鄭天挺等人所寫的三篇追憶和傳記文章；接著在同年

9月，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18輯以49頁的篇幅刊登了韓詠華、吳澤
霖、施嘉煬、陳岱孫、張清常、沈剛如等作者的六篇文章。4全國政協和北京

2 文勝利，〈近三十年來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綜述〉，《煤炭高等教育》第28卷第3期
(2010)，頁72-74。

3 黃延復，〈華敦德在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史雜誌》第2期(1981)，頁96-99。
4 《文化史料》叢刊及《文史資料選編》是書籍而非期刊，因此所收錄文章並未計入期刊文章
統計數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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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協的文史出版，正式宣告了梅貽琦研究的禁忌就此打開。

最早以梅貽琦為研究對象的期刊論文，是1986年由西南師範大學熊明
安教授發表的〈梅貽琦教育思想初探〉。5這篇文章廣泛地介紹了梅貽琦的

教育思想，包括通識教育、品德教育和體育、大師論、民主治校、發展理工

教育、教育救國、學術自由等。這些課題以一種結合了傳記與思想的方式表

述，並且是以正面肯定的方式呈現。值得注意的是，為突顯上述教育思想所

進行的現實批評，都是鑲嵌在歷史敘事中而表現為一種「過去式的批判」。

例如在文章開頭論述通識教育的段落，作者寫道：「他在辦學實踐中，認識

到國民黨政府當局提出的教育方針是『目光短淺』的方針。他主張大學實施

『通識為本，專識為末』的教育，……」。6這時的梅貽琦，是一位具有歷史

性而不具有當代性的教育家。

1987年，黃延復在期刊上發表了〈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7此

外，在《中國現代教育家傳》（第五卷）也收錄了他所撰寫的〈梅貽琦〉

專章。81988年，黃延復在《近代史資料》總70號出版了〈梅貽琦日記選〉
（1945-46年）。這些史料的整理，提供了對梅貽琦進行歷史研究的基礎材
料。

1989年春天，北京清華大學舉行梅貽琦先生誕辰百週年紀念會，由多位
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介紹了梅先生的思想和事蹟。91989年6月，10《天津社會

科學》第6期刊出了卞慧新的文章〈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紀念梅貽琦先

5 熊明安，〈梅貽琦教育思想初探〉，《上海高教研究》第4期(1986)，頁104-106。
6 同上引文。
7 黃延復，〈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人物》第1期(1987)，頁50-72。
8 黃延復，〈梅貽琦〉，收入《中國現代教育家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第五
卷，頁90-147。

9 會議發言內容由黃延復主編，於1995年出版為《梅貽琦先生紀念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
社）。

10 我們很難不想到六四，這也說明了當時對民主治校、學術自由等課題的討論是在什麼樣的
現實條件下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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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誕辰百週年〉，文中除整體介紹梅貽琦生平，並舉出明通切實的教育思想

（通才教育）、科學態度、民主作風等三點作為追懷遺徽最該重視的三點。11

1990年《近代史資料》刊登了聞黎明、侯菊坤合著的〈《梅貽琦日記選》書
後〉，進一步利用《近代史資料》總70號刊出的《梅貽琦日記選》整理成傳
記文章，作者表示：「《梅貽琦日記選》，是40年來我國大陸所發表的第一
篇梅貽琦資料」。12

1993年，劉述禮、黃延復選編的《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出版；131994年，
黃延復撰寫《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出版，14除了說明教育思想，也包含了許

多傳記資料在內，這兩本書的出版為研究梅貽琦教育理念提供了方便可及的

材料，真正啟動了梅貽琦的研究熱潮。之後從1995年起，幾乎每年都有專以
梅貽琦為對象的研究論文出版。更多的是與梅貽琦有關的論文，根據「中國

期刊全文數據庫」的檢索，1995年有5篇，1996年10篇，2001年開始增加到20
餘篇，2004年起增加到每年40餘篇，2007年起增加到60餘篇，一直到2011年
這股風潮才趨緩（參見表1）。截至2012年8月，中國大陸以梅貽琦為標題的
期刊文章共有107篇，若是以梅貽琦為主題來檢索，則相關論文多達539篇。15

11 卞慧新，〈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紀念梅貽琦先生誕辰百周年〉，《天津社會科學》第6
期(1989)，頁92-94。

12 聞黎明、侯菊坤，〈《梅貽琦日記選》書後〉，《近代史研究》總70號 (1990)，頁
279-295。

13 劉述禮、黃延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此書列為
「中國近代教育論著叢書」中的一冊，同一叢書收錄了十餘位教育家，其中包括梁漱溟、

張伯苓、陳獨秀等在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包含了胡適、蔣夢麟等隨國民政府
到臺灣的學者。

14 黃延復，《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15 以「梅貽琦」為標題的檢索，會將許多內容與本文題旨直接相關但篇名不包含「梅貽琦」
的文章排除在外；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檢索，又會將有些僅僅在背景訊息中提到梅貽琦

的文章包含進來。正因為有後面一種狀況，因此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檢索中，最早的三

篇(1981, 1984, 1985)其實只提到梅貽琦的名字，而非論述其行誼或思想。
 此外，黃延復於1987、1988年發表的文章並未被系統檢索出來，有可能資料庫並未收錄，
類似的缺漏狀況必然還有許多未被發現。為了維持檢索所呈現的趨勢變化，表1的數字並未
校正。

 資料庫檢索的誤差使得文章篇數的統計無法精確，是此項研究的限制所在，但無礙於整體

出版趨勢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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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國大陸以梅貽琦為標題及主題的期刊論文出版數目

年度 標題論文篇數 主題論文篇數

1981 0 1
1982 0 0
1983 0 0
1984 0 1
1985 0 1
1986 1 1
1987 0 0
1988 0 2
1989 1 1
1990 1 3
1991 0 0
1992 0 1
1993 0 1
1994 0 3
1995 1 5
1996 2 10
1997 2 9
1998 4 14
1999 0 8
2000 2 13
2001 4 21
2002 8 29
2003 9 27
2004 10 40
2005 9 41
2006 15 47
2007 10 60
2008 7 57
2009 6 61
2010 15 69
2011 0 1
2012 0 12
合計 107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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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說明可知，由於兩岸政治分立所造成的禁忌，梅貽琦的去世並

未在中國大陸引發追憶性的文章，一般在週年、三週年、五週年、十週年、

二十週年等回顧點所會發生的紀念也沒有出現。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梅貽琦

的名字先是隨著對清華校史的研究，做為背景資料被提及；接下來隨著西南

聯大五十週年慶這個回顧點的來臨，梅貽琦一方面作為西南聯大校史上的關

鍵人物被追憶，另一方面做為一位教育家被研究。1993年《梅貽琦教育論著
選》出版後，研究者得以掌握到較為豐富的材料，梅貽琦研究開始產生擴散

效果。從文章內容來看，這些文章中固然有傳記或歷史敘事，但也有許多文

章旨在探討梅貽琦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實踐。這些思想與實踐，已經不再只是

被當成說明過往歷史的材料，而被當成是一種具有現實參照意義的思想資

源。16

整體而言，梅貽琦研究在中國大陸從1980年代中期萌芽，到1990年代
中期漸次開展，2000年之後蔚然成林，不只是對梅貽琦進行歷史及思想的研
究，並且開始以梅貽琦來進行社會研究。對於梅貽琦的歷史研究和思想研究

在中國大陸是同時發生的，但歷史／思想研究和社會研究是先後發生的。這

些研究一方面是在禁忌解除之後的歷史補課，另一方面也是對現實批判仍然

有所顧忌下的對照批評。思想研究為社會研究開路，歷史研究為社會批判掩

護。

三、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的課題分佈

那麼在中國大陸晚近以梅貽琦為對象所進行的思想探討和歷史研究，試

圖導向哪些社會課題？通往什麼樣的社會批判？梅貽琦先生最被稱頌的三項

16 例如：馮惠敏，〈梅貽琦通識教育觀及其對當代教育的啟示〉，《黑龍江高教研究》第4期
(2003)。田中陽，〈對新聞傳播專業通識教育的思考和探索―兼對梅貽琦先生〈大學一解〉
的解讀〉，《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第6期(2010)。吳洪成、甘少杰，〈梅貽琦「從
游論」的教育思想與當代啟示〉，《廣州大學學報》第5期(2011)，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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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踐是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以此做為切入點，應該可以提

供我們理解這波梅貽琦研究熱潮的線索。讓我們先考察這些課題呈現的整體

動態，接著下一節再說明這些研究所對應的現實課題。

研究論文要能夠反映社會現實的前提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又以言論

自由為前提。如果言論自由無法受到保障，講學及撰述也就受到限制，要在

這樣的條件下對社會現實提出看法，又要避免因言賈禍，便會出現研究標題

（題旨）和研究指向（實旨）的涵蓋範圍不一致的情形。歷史研究做為題

旨，可用來為實旨的討論提供可被接受的樣貌；思想探討做為題旨，則是以

無爭議的課題來包裹仍然有所疑慮的課題，用可以被當局接受的題旨來掩護

尚有疑問的實旨。

題旨和實旨的差距，並不表示文章的標題和內容會名實不符，而在說明

那些仍然有所顧慮的課題，會被包裹在沒有顧慮的標題中討論。題旨和實旨

並非全然不對應，而是實旨並未在題旨中充分顯現。如果民眾對於某項課題

是否可以自由討論還有顧慮，那麼當作者想要探討這項課題，其典型的表現

方式並不是具體直接的探討，而更可能是順帶討論。然而即便某項課題只是

被順帶討論，卻不因此而不具意義。經常被順帶討論，反而更能說明這項課

題佔據了人們的思維，表達了人們的想望。「實旨」的意義，與其說是真實

的討論，不如說是真實的想望。

為了呈現題旨與實旨的對應程度，我們採用以「梅貽琦」為主題搜尋到

的539篇文章為母體，再以大學精神、教育思想、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學術
自由為條件進行標題檢索及主題檢索，標題檢索必須在文章標題中出現關鍵

詞，主題檢索則只要在內文中出現關鍵詞的討論就可以。標題檢索的結果呈

現為表2，主題檢索的結果呈現為表3。

表2：在梅貽琦相關論文中以關鍵字為標題的查詢結果

通才教育 通識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1986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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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才教育 通識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1989 0 0 0 0

1990 0 0 0 0

1995 0 0 0 0

1996 0 0 0 0

1997 0 0 0 0

1998 0 0 0 0

1999 0 0 0 0

2000 0 0 0 0

2001 1 0 0 0

2002 0 0 0 0

2003 2 2 0 0

2004 1 0 0 1

2005 3 0 0 0

2006 2 2 1 1

2007 2 1 0 1

2008 2 2 0 0

2009 0 0 1 1

2010 1 2 2 1

2011 1 3 3 2

2012 1 0 0 0

合計 16篇 12篇 7篇 7篇

表3：在梅貽琦相關論文中以關鍵字為主題的查詢結果

通才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1986 0 0 0

1989 0 0 0

1990 0 0 0

表2：在梅貽琦相關論文中以關鍵字為標題的查詢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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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才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1995 0 0 0

1996 0 2 1

1997 1 1 2

1998 4 2 1

1999 0 1 2

2000 4 0 3

2001 8 7 8

2002 0 0 0

2003 7 3 8

2004 5 7 12

2005 7 3 4

2006 8 8 7

2007 7 6 8

2008 4 7 5

2009 3 5 6

2010 7 10 12

2011 8 12 10

2012 4 2 2

合計 77篇 76篇 91篇

根據表2的標題檢索，「通才教育／通識教育」共有28篇，17「教授治

校」及「學術自由」各有7篇，如此看來，「通才教育／通識教育」受關注
的程度似乎高於「教授治校」及「學術自由」。但若根據表3的主題檢索，則
「學術自由」相關的討論有91篇，高於「通才教育」77篇與「教授治校」76

17 由於標題查詢，「通才教育」與「通識教育」被判讀為不同的條件，因此必須將兩者分別
查詢後加總。

表3：在梅貽琦相關論文中以關鍵字為主題的查詢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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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為便於比較，以下將表2和表3的查詢結果對照並列為表4。

表4：三項標題檢索和主題檢索篇數對照表

通才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標題檢索（題旨） 28篇 (66.7%) 7篇 (16.7%) 7篇 (16.7%)

主題檢索（實旨） 77篇 (32%) 76篇 (31%) 91篇 (37%)

從表4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這三項課題
中，最受關注的主題是學術自由，但最常被當作標題的是通才教育。兩項數

字的差異所反映的是「通才教育」在具有現實對應性的同時不成為禁忌，而

對於「學術自由」的討論卻有許多顧慮。

如何能夠討論所關切的重要議題而又能避免因言得禍？變通的方式是

採取以下兩種相互關聯的做法。一是因人說事、託古論今，藉由回到梅貽琦

的歷史性中來討論學術自由、校園民主等課題，由此對映於當代的社會現

實，例如「西南聯大」及「梅貽琦」便是能夠將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課題

歷史化來進行討論的標題；二是將學術自由和校園民主包裹在其他的標題中

討論，例如「大學精神／大學理念」和「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便是具有含

括能力又具有掩護作用的標題。含括能力讓名實之間不致扭曲（而只是包

裹），掩護作用則創造了討論敏感課題的可能性。事實上，以「大學精神／

大學理念」和「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做為標題的文章篇數也高於「通才教

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等三項（見表5）。

表5：五項標題檢索和主題檢索的篇數對照表 (1986-2012.9)

大學精神 
大學理念

教育思想 
教育理念

通才教育 
通識教育

教授治校 學術自由

標題檢索 32   38 28   7   7
主題檢索 91 113 77 76 91
篇數差距 59   75 49 69 84
附帶比率 65% 66% 64% 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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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的意義是在比較中呈現的，表5第三列的數字是標題檢索所得篇數與
主題檢索所得篇數兩項數字的差距，也就是該課題被附帶討論的次數。「附

帶討論」是指某項課題雖然並非文章標題宣稱要探討的主題，卻仍然被作者

認為應該一提。第四列「附帶比率」是將標題檢索與主題檢索的篇數差距除

以主題檢索篇數得到的比率，它顯示某項課題牽動意識的程度。如果「學術

自由」及「教授治校」被附帶討論的機會最大，即便只是順帶一提，仍然表

示這項課題牽動學術社群心緒的程度最高。

必須說明的是，表4和表5的總體數字代表的是從1980年代到目前的整
體狀況，在標題檢索和主題檢索之間的名實距離，是中國大陸不同世代學者

在現實條件限制下所做的努力，並且在總體數字背後有著與時俱移的動態變

化。以往必須因人說事、託古論今，並不代表今日仍然必須藉由歷史討論來

映照當代現實。在前人的努力以及社會條件的變化下，題旨與實旨兩者的距

離逐漸縮短，讓今日的學者可以更直接地討論現實課題。也正是在這樣的情

況下，梅貽琦不再只是一位活在歷史中的人物，而能夠在文本中被引入與當

代進行對話；梅貽琦的思想撰述可以不再只有歷史性的意義，不再只是用來

包裹現實問題討論的歷史外衣，而能夠成為學者用來進行社會批判的思想資

源。

四、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的課題內容

在對中國大陸的梅貽琦研究所討論的課題有了整體掌握之後，接下來讓

我們考察這些討論所指向的現實意涵。受限於研究規模，這項工作的目的不

在完整地說明梅貽琦思想被用來探討當代課題時的整體光譜，而在透過幾篇

能清楚呈現出問題點的文章，說明當代中國大陸學者如何透過梅貽琦「教育

思想」和「大學理念」來進行社會現實的討論。

（一）「通才教育」討論的現實對應

梅貽琦先生的教育主張，主要呈現在1941年發表於《清華學報》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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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解〉這篇文章裡，其中「通才教育」是放在大學新民之道這個課題下討

論的。梅先生認為：

大學有新民之道，則大學生者負新民工作之實際責任者也。

……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

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於新

民之效。……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

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18

1941年，正值日本侵華期間。梅貽琦先生做為一位以清華庚款而進入現
代大學教育體系的知識份子，他不只體證了西方大學教育認識自己、追求真

理的精神，同時也承續了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培育新民的教育觀。梅貽琦對於

大學教育的認知，不只是要訓練專業知識與技能，更要能夠培養對社會生活

能夠產生促進作用的知識分子。之所以需要通才教育，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正

是希望大學所培養的知識分子在設想如何推動社會進步時，能夠站在社會運

作的廣闊基礎上來體察，而不只是從專業知識來設想。

四十幾年過去，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中期對於梅貽琦通才教育主張的討
論，是以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歷史性批判而被引入的。19但隨著整體政治及社會

環境的變動，通才教育在2000年以後成為更具有現實針對性的論題被提出。

唐星星、孫振球將梅貽琦的高等教育思想歸納為四點：1. 師資為第一要
素；2. 學術自由；3. 通識為本，專識為末；4. 培養與利用人才；由此進一步
提出上述思想所對應的現代意義，包括1. 大學之大在大樓而不在大師―教

師隊伍問題，2. 學術自由―大學學術創新問題，3. 通才教育―複合型人

才培養問題，4. 就業問題―大學工作的重要環節。20值得注意的是，通才教

18 梅貽琦，〈大學一解〉，《清華學報》第13卷第1期(1941)，頁1-12。另收入劉述禮、黃延
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99-109。

19 參見註5。
20 唐星星、孫振球，〈梅貽琦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現代意義〉，《湖南第一師範學報》第3卷

3期(2003)，頁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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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和人才的培養與利用連繫在一起被提出的，而培養與利用人才所要對應

的現實課題則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

何以通才教育和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被連繫在一起討論？張紅梅在

〈通才教育：梅貽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文中有如下的闡發：

新中國成立以後，除臺灣地區以外，高校收歸國家主辦，納

入計畫經濟的軌道。為培養一批適應計畫經濟的專門緊缺人

才，國家進行了院系調整，將一些綜合性大學、多科性大學

變成專業性、行業性大學。這些學院力圖培養「專」才，所

以在課程設置上，重專業知識、專業基礎課，這些課程佔了

85%，但不重視複合知識，公共基礎課僅占了15%；重視學生

在知識上的積累，卻忽視了其實踐能力和人格素養的培養。

50年代我國又學習蘇聯進行教學改革，全面推進專業教育，

進一步強化了「專」，形成了典型的專業教育體系。到了90

年代初期，這種狹而專教育的弊端突出地暴露出來，其表現

為一般性的專業人員過剩，而既擁有專業知識，又有寬闊知

識面的人才缺乏。專業方向過窄，知識面狹小，造成人才市

場對這些畢業生的拒收。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以蘇聯為師，於1952年進行院系調整，清華大
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原有的人文社會學科被整併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成為以理工科為主的專門大學。一直到1970年代，大學的專門化都還沒有成
為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世界的運作還處於專門化的時代，對於具有靈活彈

性及創造性人才的需求尚未普遍；另一方面在一個以集體主義為主導思想並

受到高度監控的社會中，個人是否擁有創造力並不受重視，而創造力正是以

自由為前提條件。然而一旦進入劇烈變動的世界互動關係中，需要個人擁有

21 張紅梅，〈通才教育：梅貽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河南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
(2003)，頁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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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向的能力和創造力，既有大學專才教育內容偏狹、難以培養出具有綜觀

通達能力等等問題便浮現出來。另一方面，專才教育內含的工具理性傾向，

使得社會生活被排除在大學教育的考慮之外，甚至在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關的

科系中，知識也被當成技術來學習，使得學生被培養成只具有專業能力的單

面向人，而非整全發展的人。「整個社會長期被金錢至上，專家至上，高速

發展等急功近利思想所困擾，這就使『人』的培養大受影響，『機器』的製

造卻很流行。」22在這樣的教育體系中所培養出的人才，在面對事情時，更可

能傾向於考慮如何採取有效的手段以達成目標，卻不關注這些目標和手段對

於人、對於生活、對於世界的影響。

（二）「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討論的現實對應

如果「通才教育」對應的是中國大陸人才培育所面臨的問題及可能的出

路，那麼對於「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這兩個項目的討論，所涉及的則

是大學發展更為根本的問題。知識層面的狹窄僅只是問題一端，另一端則是

創造能力和批判能力的缺乏。不論是創造能力或批判能力，都以學術自由為

先決條件，而學術自由又與教授治校（也就是校園民主）息息相關。

為了說明這些課題的內在聯繫，讓我們先回顧梅貽琦先生如何闡述教育

的目的，再藉由經濟學者郎咸平對中國大學教育所做的批判，來理解今日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體制對個人人格產生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

在〈大學一解〉這篇文章中，梅貽琦校長主張教育之最大目的是使群己

各得其所、進而相位相育。學問之最後目的，在於《大學》一書開章所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的修己功夫，包含

了知、情、志三方面；至於新民之效，一方面有賴大學對於社會及民族之責

任，另一方面則有賴於自由探討之風氣，也就是學術自由。

時隔六十餘年，出身臺灣但在中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郎咸平

22 唐星星、孫振球，同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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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頗為暢銷的著作《郎咸平說：我們的生活為什麼這麼無
奈？》，23最後一章的標題是〈誰謀殺了中國的大學〉。作者在其中提到：

只有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學，才會有獨立人格的教授，然

後才會引導學生學會思辨，並透過思辨這個過程，最後創造

出一個獨特的價值觀。……以前我們北大的校長、清華的校

長多麼崇高啊。但是現在呢？哪個大學校長會讓學生發自內

心地尊重？好像沒有。為什麼？一個大學校長真正偉大之處

在於他獨立的人格，他可以為了學術上的自由跟各種權力作

鬥爭。現在的大學校長怎麼可能那麼「傻」？所以說，對於

現在的大學，即使是北大和清華，誰來當校長都無所謂了，

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基本差不多，沒什麼區別。

相對於梅貽琦校長對於「群己關係」和「學術自由」並重的教育主張，

郎咸平用來和「學術上的自由」相配套的是「獨特的價值觀」。何以郎咸平

對大學教育目標的設想偏重於尋求人才的「獨特性」，而非經營共同生活所

必需的公民德行？對於大學教育目的所做的不同設想，必須放在社會脈絡中

來理解。對人的獨特價值觀的渴求，在唐星星、孫振球的論文中有相當具有

說明性的陳述：

在大學裡，向學生教什麼，怎麼教，何時教，按理說，教師

最有發言權，但我國大學的實際情況是統一的學科專業，統

一的教學計畫，統一組織編寫的教材，教師沒有太多的選擇

餘地。……教師和學生都缺乏足夠的學術自由，所以，在大

學裡也就少了深邃、有見地的、發人深思、振聾發聵的特別

聲音。……大學應當在特定條件下擺脫外界束縛，放棄暫時

利益，成為保護人民進行知識探索的自律場所，成為區分善

23 郎咸平，《郎咸平說：我們的生活為什麼這麼無奈？》（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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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區別真理和謬誤的偉大仲裁者，成為「社會良心」的代

言人。所以，當電臺、報紙對一件事或一種現象進行探討或

評價時，總是聽到高至官員、下至平民，上至教授、下至商

販，似乎統一了口徑，聲音何其雷同。更欽佩梅先生當時提

出學術自由的深邃與勇氣，……。24

在上述說明中，社會輿論之所以會眾口一聲，其根源其實早已深埋在大

學教育體制之中。如果在大學裡沒有學術自由，那麼希望大學能擺脫束縛來

判別真理，成為「社會良心」的代言人，豈非緣木求魚。重要的其實並非與

眾不同、特立獨行，而在於要有獨立人格、敢於批判謬誤。然而大學的獨立

人格不能依靠少數人的風骨來支撐，而必須在體制層面對於學術自由給予保

障。要在體制上保障學術自由，必然會在制度層面要求教授治校。目前中國

大陸所實施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種制度造成了大學行政化、官

本位化，「一方面表現為政府對高校的過度干預，大學越來越像行政單位而

非獨立的教學科研機構，……。另一方面表現為學校內部泛行政化管理體制

和運行模式，學校內部資源往往由行政權力而非學術權力決定配置。」25教授

治校問題和學術自由問題兩者實為表裡，學術自由是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的

基礎條件，教授治校則是學術自由得以確保的制度安排。

（三）小結

整體而言，梅貽琦校長在他所處的時代條件下，對「通才教育」有較完

整的說明，而對「教授治校」及「學術自由」，主要是以具體作為來實踐，

而非以論述來闡發。26由於梅貽琦的政治選擇，他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

育討論中消失，一直要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的學者才逐漸展開對梅貽

24 唐星星、孫振球，同前引文。
25 馮美玲，〈堅守與革新―梅貽琦「教授治校」理念之於現代大學〉，《天津市教科院學

報》第3期(2010)，頁43-45。
26 關於教授治校，雖有梅貽琦先生有「王帽」說等零星論述，但主要是在實然層面上說明教
授在內的所有同事在校務進展上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而非在應然層面上提出教授治校的原

則性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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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教育理念及實踐的重新回顧，進而讓他成為探討現實課題的思想資源。中

國大陸對梅貽琦先生教育思想及行誼的討論，不只是一種回顧歷史的紀念，

同時還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大學教育乃至對國家／社會關係的想望，希

望藉由對大學教育卓有貢獻的歷史人物之追念來進行社會反思。梅貽琦關於

通才教育的系統論述，使其主張在中國大陸成為眾多文章援引討論的參照思

想；關於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的實踐，則使他成為眾多學者表達心中想望時

的典範人物。

五、臺灣期刊上的梅貽琦紀念文章

梅貽琦先生1948年12月在國民政府安排下由北平搭機赴南京，繼而在
1949年初離開中國大陸，1955年自美來臺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1956年
主持清華大學復校，1958年擔任教育部長並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
員，1959年兼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副主席。1961年他因病辭卸教育部
長職務，但仍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5月病逝。梅先生的政
治選擇，使得他的名字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大陸無人述說。在當時的時代氛

圍下，知識分子因政治選擇而在兩岸遭受不同待遇，梅先生並非特例，而是

常態。由此反推，臺灣的刊物上應該會有不少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文章，但實

際情況是否如此？相關文章的出版數量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產生了什麼樣的

變化？這些文章都討論什麼樣的課題？關注的是梅貽琦教育理念的歷史性還

是當代性？ 

（一）臺灣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

根據臺灣中央圖書館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的檢索，並根據其他資料進行校

正，自1962年梅貽琦先生辭世，一直到2012年7月為止，在臺灣共有31篇以梅
先生為主題的期刊文章發表（參見表6）。27

27 系統查詢所得為27篇，其中黃延復1997年發表的〈梅貽琦與蔣南翔―比較教育學示例〉，
由於作者為中國大陸學者，且刊登文章的刊物《中國研究》其發行所位於東京新宿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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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臺灣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

年度 篇數 期刊期號 作者 文章標題 回顧點

1962 2 傳記文學1卷1期 劉崇鋐 悼念先師梅月涵先生 去世

浦薛鳳 梅故校長精神永在

1963 2 傳記文學2卷5期 王雲五 我最初認識梅月涵先生時的一件

小事

逝世週年

顧獻樑 梅故校長月涵先生追憶

1965 3 傳記文學6卷5期 葉公超 梅貽琦―一位平實真誠的師友 逝世三週年

梅貽寶 五月十九念「五哥」

黃季陸 酒杯邊的瑣憶―兼記梅貽琦先

生飲酒的風度

1972 1 傳記文學21卷6期 羅香林 回憶梅月涵校長 逝世十週年

1977 1 中外雜誌 周邦道 嚴復‧張伯苓‧梅貽琦―當代

教育先進傳之14 
1980 1 傳記文學36卷1期 柳無忌 張梅兩校長印象記

1982 2 傳記文學40卷6期 徐賢修 懷念梅校長：月涵先生逝世二十

週年紀念

逝世二十週年

趙賡颺 協助清華在臺復校瑣憶：為紀念

梅校長逝世二十週年作

1986 1 新聞天地42卷36
期

萬子霖 清華原子爐是怎樣造起來的―

梅月涵先生的亮節高風

1988 10 中外雜誌253-262
期

葉公超 梅貽琦的穩、剛與慢

趙賡颺 梅貽琦傳稿（一）～（九）共9篇
1989 4 中外雜誌 2 6 3、

265、267、268期
鄒文海 梅貽琦的幽默 百歲冥誕

趙賡颺 梅貽琦傳稿（十）～（十二）共3
篇

法視為臺灣作者所做或在臺灣文化場域發生的梅貽琦撰述，當然也無法據此反映臺灣社會

的學術及文化境況，因此不予採計。此外，阮大仁2008年於《傳記文學》92卷2期發表的
〈教育部長梅上張下之經過―兼述蔣中正與陳誠為此事攤牌之秘會〉，文章記述的事件

主角是張其昀，梅貽琦被提及只是因為他在張之後擔任教育部長。另一方面，《通識在

線》2011年11月「清華大學百週年專題報導」中包含兩篇以梅貽琦校長為主的文章，但只
計為一篇。以上一加二減，共為26篇。再加上系統未檢索到的梅貽寶(1965)文章，以及用梅
貽琦先生的字「月涵」為標題的文章，共計3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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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篇數 期刊期號 作者 文章標題 回顧點

1990 1 國史館館刊復刊9
期

趙賡颺 梅貽琦傳

2001 1 中國文哲研究通

訊11卷4期
顧毓琇 梅貽琦年譜

2011 2 通識在線37期 謝小芩 永遠的清華校長―梅貽琦 清華百年校慶

蔡文鵬 梅貽琦校長教育思想論略

合計 31
說明：1988年葉公超文章及1989年鄒文海文章為趙賡颺所整理之遺著。

從出版時間來看，上表文章出版的時間點大體上對應於回顧點，例如

梅先生逝世當年、週年、三週年、十週年、二十週年、百歲冥誕、百歲校慶

等，如果把回顧點前後的文章視為準備與延續，那麼在這些回顧點之外出現

的討論寥寥可數。28

檢視這些文章的內容，會發現幾乎都是行誼追憶及傳記。29寫作這些文章

的作者若非故舊，便是清華大學教職員，其中曾經擔任梅貽琦校長秘書的趙

賡颺先生所著傳稿以及由他所整理的故人追憶文章便佔了16篇。直到2011年
臺灣的清華大學舉行百週年校慶時，由謝小芩、蔡文鵬所寫的兩篇文章，才

真正介紹了梅貽琦先生的教育思想，但文章著重的仍然是這些論述的歷史脈

絡，而非它們在當代社會的參照意義。

綜言之，臺灣期刊上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撰述，大多是在回顧點前後出版

28 在公開對社會大眾發行的刊物之外，清華校友通訊社（新竹）發行的《清華校友通訊》於
1962年8月出版的新2期為「追悼梅校長專刊」，收有追悼詩文40餘篇。1963年5月舉行「梅
貽琦紀念館」命名典禮時發刊《梅貽琦先生與原子科學》，收錄了蔣夢麟、陳可忠、李書

華、吳大猷等人所做的墓碑文、紀念文章及年譜等共五篇。1965年5月清華校友通訊社編印
了《梅校長月涵逝世三週年紀念刊》，收錄了陳可忠、葉公超等人所做紀念詩文及啟事共

十九篇。

29 只有蔡文鵬2011年發表於《通識在線》第37期的文章〈梅貽琦教育思想論略〉具有學術研
討的性質。蔡文鵬在寫作這篇文章時，為清華大學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主任助理。

表6：臺灣以梅貽琦為主題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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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念文章，其著眼點在紀念師友及先輩，表彰梅先生對於兩岸清華大學乃

至教育發展的貢獻。這些文章的旨趣，主要是再現歷史人物的行誼，而非探

討其思想，當然就更談不上以其思想做為反思教育課題的資源。

（二）梅貽琦在臺灣沒有成為學術研究參照資源的原因

不論文章探討的是特定人事發生時代的歷史性，或是對應於當前社會

現實的當代性，其實都是作者所處社會狀態的反映。中國大陸梅貽琦研究的

興盛反映了高等教育的發展狀況，反過來說，臺灣期刊上除了追憶文章及傳

記，幾乎不存在以梅貽琦為主題的研究論文，這種現象也反映了臺灣學術場

域的狀況。

何以梅貽琦在臺灣沒有如同在中國大陸那樣受到眾多研究者的關注，並

且成為學術研究的思想資源？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四項：梅貽琦教育理念在

臺灣的實現狀況、研究材料的便利程度、梅貽琦的歷史角色、臺灣學術圈的

心態與習慣。

通識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等主張，在歷經1980年代以來的奮鬥努
力後，於今日臺灣大體上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的「共識」。即便通識教育的實

施狀況不盡如人意，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也還有需要檢討之處，但這些主張

基本上已成為整體社會改革的成果之一。因此，當代臺灣的大學教師以乎並

不需要再呼籲應該實行教授治校或保障學術自由，也不需要再主張應該實施

通識教育，需要討論的是通識教育要如何才能辦好。30本文在「紀念的歷史性

與當代性」此一小節中提到，當所紀念的人事越是社會發展的成果，紀念行

動越趨向於歷史性的表述，對被紀念者的行誼或思想的說明，就越表現為對

過往人事的緬懷，參與者也就越集中在與被紀念者有淵源的群體中；當所紀

念的人事越是有待爭取的目標，紀念行動越趨向與當代課題相連結，參與者

也更容易擴展到與被紀念者無淵源的社會人群。根據這項分析，既然梅貽琦

30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國立大學法人化」的倡議，讓「教授治校」此一課題重新受到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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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主張在臺灣大體都已實現，自然也就沒有借古喻今的需要。但這是否

就是全部的原因呢？

跳離當前的時代脈絡，回到1980年代後期威權體制鬆動、政體轉型乃至
1990年代推動教育改革的時期，臺灣社會曾經對於通識教育、教授治校、校
園民主等課題展開熱烈的討論，但也從來沒有像今日中國大陸一樣引梅貽琦

為思想資源。我們該如何理解此一現象？是否因為在當時梅貽琦的教育理念

及行誼並沒有出版成方便閱讀及引用的基礎資料呢？

在中國大陸，1993年劉述禮、黃延復選編的《梅貽琦教育論著選》以及
1994年黃延復的專著《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出版，為1995年之後相關研究
的蓬勃發展提供了便利的基礎資料，那麼臺灣是否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梅貽

琦研究材料，才使得相關研究無法展開？誠然文獻會影響研究的便利性，但

這只能解釋某項課題的研究是否能夠「蔚為風潮」，卻不足以說明何以在臺

灣連一篇引梅貽琦為思想資源的研究論文都沒有。更何況，趙賡颺於1988和
1989年已發表了12篇〈梅貽琦傳稿〉，繼而出版成專書，31並成為海峽對岸學

者黃延復撰寫《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另一方面，臺灣在

解嚴後對於中國大陸學術出版品的引進從來沒有停過，1993年和1994年在海
峽對岸出版的專著，在當時要引為研究材料雖非便利，卻也不是一件困難的

事，在今日更是全無問題。出版品多寡及出版時間都只能說明一時的狀態，

而不足以說明現象持續存在的原因。那麼，之所以對於本土教育思想家產生

研究視盲現象的原因究竟何在？

在臺灣眾多教育研究者沒有將梅貽琦這樣一位教育思想家納入參照視

野，其關鍵之一在於其歷史角色。梅貽琦讓人稱頌的教育思想及實踐，大部

分是在北京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時期建立或發生。1955年自美來臺後，梅貽
琦不只是清華大學的校長，並且是黨國體制下的教育官員及科技官僚。然而

1949年之後的臺灣，捍衛學術自由的並非教育及科技官僚，而是隨國民政府

31 趙賡颺，《梅貽琦傳稿》（臺北：邦信文化，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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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的自由主義者，如與梅貽琦同輩的胡適，以及晚一輩的殷海光。32梅貽琦

獻身教育而不涉入意識形態鬥爭，他的思想開明而不激進，甚至在儒家的影

響下呈現克己復禮的自制。他的教育理念，首先是要培養學生成為人，成為

能夠促成國家民族進步的知識分子，而非如何對抗黨國威權的社會領袖。他

的歷史角色使他無法成為1980年代後期進步知識分子引用來與黨國體制對抗
的思想資源；在1990年代以來本土化及全球化交作的時代大潮中，探討梅貽
琦更是顯得格格不入。33

然而我們還是要再追問，面對今日的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梅貽琦對於

大學教育的理念，真的不能帶來什麼反省嗎？梅貽琦之所以在此前乃至今日

的臺灣學術討論中「消失」，並不只是因為他的歷史角色及教育理念與解嚴

前後的時代氛圍格格不入，因此無法得到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青睞；也

不只是因為他的主張在今日臺灣已經成為社會成果，從而不再具有現實的參

照意義；更無法將此種缺席歸因於參考資料的缺乏，因此無從探討了解。筆

者認為，這種忽略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戰後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界逐漸養成的依

賴性格有關，從而即便是對自身問題的討論、對本土社會的批判，所援引的

思想資源，所採用的批判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外來的。問題並不在討

論自身所處社會的問題時援引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學說，而在於當我們探討自

身所處社會的問題時，也將前人的討論排除在參照對象之外。這裡所要主張

的，並非民族思想或本土學說的優越性，而是此前臺灣學術場域中的偏頗

性。說到底，真正的知識沒有本土與外來之別，也沒有學院與社會之分。關

鍵在於，當探討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以及我們所面對的社會現實時，這些知識

是否具有對應性和啟發性，是否能引導我們從根本處來思考問題。

32 本段分析，直接引用了匿名審查人的意見，於此謹致謝忱。
33 反之，在中國大陸，一旦思想的控制鬆動，探討梅貽琦的教育理念及實踐轉而成為突破威
權統治束縛從而具有進步意義的行動；另一方面，中國近年來高教快速擴張，科研人員規

模大幅成長，一項禁忌的解除，意味著一種可供開掘的新研究題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

成科研人員投入進行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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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立大學以世界之精神

梅貽琦校長在〈大學一解〉中，引《論語》憲問篇中孔子所言：「古

之學者為己」，說明為學是為了修養自己的學問及人格，而非為了做給別人

看以獲得聲名。接著梅先生又以孔子答子路問君子，說明「修己」的目的在

「安人」與「安百姓」，修己只是始階，其目的在增進眾人與社會的福祉。

梅貽琦先生的成長背景讓他承載了中國古典人文思想和西方現代大學理

念，其識見胸襟則讓他能結合個人修養與社會責任這兩個層面來思考教育的

意義。梅先生所處世局要求於大學及大學校長的，並非爭取學校於世界排名

的提升，而是「研究學術」與「造就人才」。34處於烽火動盪的時代，大學必

須直接面對歷史與世界，必須著眼於教育的根本意義來辦學。正是回到教育

的根本，大學才能成為肩負社會責任、懷抱淑世理想的人才養成機構，由內

而外地透顯出面向世界的大學精神。

進入21世紀，世界面臨許多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挑戰，回應挑戰的
根本之道在思考如何從事研究及培育人才，以解決當前世界所面臨的諸多問

題。不幸的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某些機構按自行設定且變動不居的量化

指標來為世界各地質性各異的大學排序，從而在大學之間設立了某種競爭關

係，許多大學便轉而將彼此的排名競爭視為高等教育的重要挑戰，讓競爭策

略取代了教育目的和大學使命，將心思花在爭取世界排名的提升上，甚至形

成根據評比指標來推動校務的倒錯狀況。

然而世界大學排名與大學精神之間是否有正向積極的關係呢？世界大學

排名是否考慮通才教育的問題？世界大學排名是否考慮教授治校的問題？世

界大學排名是否考慮學術自由的問題？其實答案都是否定的。

世界大學排名制度與大學精神相違背的最鮮明的表現，正在於學術自由

34 梅貽琦，〈就職演說〉(1931)，收入劉述禮、黃延復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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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基本的大學精神不被評比機構所考量。在學術自由受限的情形下，一所

大學仍然能夠被評定為世界百大名校，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學校的教研人員在

現實條件的限制下展現了追求真理的大學精神，那麼這個評選制度必然是一

個扭曲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大學只能在工具理性的層面上追求虛假的卓

越，卻無法讓信念和價值引導我們追尋更為理想的社會生活。此時一所大學

越是佔據排名前端，也就意味著工具理性凌駕於價值理性的程度更為徹底，

其結果是讓權力擁有者運用科研成果來遂行更加徹底的控制。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日以全球化之名所操作的世界

大學排名競爭，讓大學愈發受到外在標準所制約，而非由內在精神所引導，

原本大學應該追求修己安人等精神價值，也就只能成為主旋律之外的希聲異

調。一位有識見的大學校長、一所真正卓越的大學，必然不能也不會讓自己

的學校纏攪在對知識分子的養成沒有幫助、甚且有害的排名思考中。

本文將文章出版看作一種紀念形式，通過考察海峽兩岸以梅貽琦為主題

的期刊文章出版狀況，說明了梅貽琦研究在海峽兩岸的現實參照意涵。由此

得出，臺灣出版的期刊文章將梅貽琦放回歷史性中，做為歷史人物來紀念，

而中國大陸的期刊文章則讓梅貽琦從歷史性中走出來，成為探討當代課題的

思想資源。做為歷史人物來紀念，文章隨著回顧點而出現，並隨著故舊離世

而逐漸淡去；做為具有現實參照意義的歷史經驗或思想資源，我們所紀念的

人事才真正成為我們的學術遺產，隨著時代開展出新的意義。這時，紀念不

再只是基於紀念者與被紀念者之間的淵源，「紀念梅貽琦校長」也就轉化為

「紀念梅貽琦」。

梅貽琦做為探討教育問題及大學精神的思想資源，其作用正在提醒我

們，在面對複雜的世局時，從問題的根本來思考教育與大學精神。

教育的目的何在？曰修己安人。

大學的目的何在？研究學術與造就人才。

謹以此文紀念梅貽琦！




